
撰《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王君镇墓碣》〔14〕
可知，

曾之谨是朝议大夫王镇的女婿。这些事实，都表
明了曾氏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
地域势力不是单一势力，而是多种势力的

结合，宗族、官宦、胥吏、富民、乡绅等等，
并且各种身份交织。同时，地域势力又并非仅
在一地发生影响，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可以声

气相应，相互作用。曾氏家族未见得就比周必
大强势，但从周必大的行动来看，他绝对是予

以了充分的重视。这种重视，既有现实的需要，
更有未来的期许。“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人脉也是一种精神财富。或许对周必大为曾氏
家族写作 《曾南夫提举文集序》等文章，可以

做如是解读。
结语

以上，以周必大 《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为线
索，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
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从曾氏家族
的仕途际遇，可以窥测到南宋前夜仕途的艰辛。
这种北宋因素，自中期以来开始积淀，至南宋在

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场域之下，终于开始发酵。
士人中的多数不再涌向仕途，出现流向多元化的

势头。而从曾经贵为宰相的周必大为当地的曾氏
家族写下为数不少文字的行为来看，地域势力在

当时乡党间的人脉经营相当受到重视。这也从一
个侧面折射了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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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

———以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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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明时期，科举竞争压力的加剧和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催生了包括书坊主、
编辑、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和刻印工等在内的 “职业出版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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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给大量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的士人提供了一条谋生的出路，这一群体以底层文人为主，他
们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书坊主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而大部分职业编辑、职业作
者生活条件较差，但他们在社交方面却有着共性———热衷于交游和结社。无论是结社还是其他
交游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关键词〕 晚明; 科举竞争压力; 职业出版人群体; 生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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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其中一个重

要的表现就是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这里所说
的“职业出版人群体”，包括书坊主、编辑、以
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
和刻印工等。
一、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的背景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的市

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由官
刻、私刻 (又称家刻) 和坊刻共同支撑的出版业
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除了
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
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

流通中心，主要有南京、苏州、湖州等，其中仅
南京一地万历时期就有 150 家左右的书坊，北京
的坊刻虽然不及上述地区发达，但图书流通却异

常活跃。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饾版
和拱花技术发明并被进一步采用，字体、版式和
装帧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的外在形态日趋多

元化和精致化。出书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应
对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

打品种。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
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新兴的作者队伍开

始形成。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成为商业
出版的主要受众，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大潮的

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

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
以及审美趋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

渐与市民阶层趋同。① 商业出版的繁荣必然催生
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

明代，为了加强社会教化和思想控制，大力

发展教育，广建学宫，基层城乡普遍设有社学

(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和宗族成立的义学、乡
学); 县、府设有县学和府学; 南北两京则有国
子监。明代放宽了对入学资格的限制，本地官员
军民子弟中“端重俊秀者”皆可经童生试进入府
州县学。明中后期科举制度也达至鼎盛，学校和
科举的发达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学欲望，由此导

致了求学人数的激增，上海县崇祯七年的 “应试
童生不下二三千人”〔1〕; 根据顾炎武的估计，明

末全国生员“不下五十万人”。〔2〕
求学人数的激增

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进一步加大了

科举竞争的压力。明中后期虽然科举考试录取人
数有所增加，但与规模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相比，

乡试和会试的录取率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据郭

培贵先生统计， “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
平均在 3. 95% 以下，隆庆以后更降至 3. 1% 以
下”。〔3〕
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士人不能进入官僚队

伍，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生员和落第士子为

主的底层文人阶层。同时，晚明商业的空前繁荣，
造成了士人特别是底层文人的整体贫困化②，很

多底层文人已经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面

临生计问题。
对于底层文人来说，除了从事文字工作外，

绝大部分都缺乏其他的谋生技能。晚明商业出版
的发达为底层文人提供了一个职业选择的空间。
早在南宋时期，在刻书业比较发达的建阳、

杭州等地就出现了以经营书坊为业的职业出版人，

建阳形成了余氏、刘氏、蔡氏、黄氏等几大刻书
世家③，杭州则以陈起父子的陈宅睦亲坊书籍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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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关于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及新兴受众群体的形成分别参见张献忠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
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0 年;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
《求是学刊》2013 年第 2 期。
关于明代士人整体经济的贫困化，可参见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
52 － 55 页。
参见方寿彦《建阳刻书史》，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年，91 － 102 页。



和鬻书人陈思为代表。据叶德辉 《书林清话》
等，陈起父子刻书达四十余种①，陈思则以卖书

为主，兼营刻书。他 “好古博雅，搜遗访猎，以
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

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卖，久而所阅滋多，

望之辄能别其真赝”。〔4〕
随着书坊的兴起，这些地

区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以书写、刻印为生的手工业
者，建阳就有文人从事专门的编辑工作，如叶棻、

俞成、魏庆之、刘仲吉等都曾为建阳书坊做过编
辑工作。②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职业
出版人，但尚未形成一个群体，而且主要集中在

建阳、杭州等极个别地区。

①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民国二十四年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汇印本。

② 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121 － 131 页。

③ 赵吉士辑: 《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引《讱庵偶笔》，合肥: 黄山书社，2008 年，909 页。

④ 周时泰，字敬竹，以博古堂为号刻书，与南京状元朱之蕃交往密切，以门生自居，朱之蕃对其则以友人相称，在

《盛明百家诗选》(明万历刻本) 序中说“友人周时泰谬相许与，用广梓传，因人成事”。周文卿、周文炜系同父
异母兄弟，为刻书家周庭槐之子，周文卿，字以忠，以光霁堂为号刻书; 周文炜，字赤之，号如山，又号坦然，

系明末清初人周亮工之父，除以光霁堂为号刻书外，还以敬业堂、大业堂为号刻书。目前，仅有三篇涉及周氏世
系及其刻书的文章———许振东、宋占茹《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及书坊考述》( 《河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徐振东《17 世纪小说书坊主周文炜及其家族刻书活动》(《南开学报》2013 年第 5 期) 以及朱天曙《周亮工
家世考》( 《中国文化研究》2011 年秋之卷)，皆有误，参见《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行述》，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影印本，1979 年，976 － 977 页。

⑤ 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286 页。

⑥ 参见夏咸淳《陆云龙考略》、胡莲玉《陆云龙生平考述》，分别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 年第 4 期、2001 年第
3 期。

⑦ (乾隆) 《乌程县志》卷六《人物》以及乾隆四年刻的胡承谋《湖州府志》卷二十一《人物四》，皆记凌濛初为凌
稚隆之子，但清抄本闵宝梁《晟舍镇志》卷六《著述》引《湖录》载凌迪知“晚辑《学海清澜》，未竟而卒，子
濛初续成之”，光绪甲辰本《凌氏宗谱》卷八《凌氏谱录》载凌迪知五子，其中凌濛初行四，姑从后说。

二、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的构成
(一) 书坊主群体

书坊主群体的真正形成是在晚明时期，这一

时期，很多商人开始投资于出版业，设坊刻书。
徽州休宁富商汪廷讷以经营盐业致富，并做过南

京盐课副提举、宁波府同知，后投资于出版业，

在南京设坊刻书; 徽州歙县吴勉学在广刻医书获

利后又 “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
万”。③除了商人投资于刻书业外，一些落第文人、

监生、生员乃至普通的儒生也开始设坊刻书。汲
古阁主人毛晋 “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
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5〕，

“刻汲古阁书，风行海内”〔6〕，入清后，其子仍以

汲古阁为号刻书，刻书总量达六百余种。金溪人
周时泰、周文卿、周文炜皆为南京国子监监生，
均为南京著名的书坊主。④建阳书坊主余象斗为邵

武县诸生时就亦儒亦商。⑤钱塘诸生陆云龙困场屋
二十余年，遂绝意仕进，与弟人龙设坊刻书，从

事商业化写作和出版。⑥另外，一些普通儒生也设
坊刻书，将出版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寓居金陵

的金溪人王世茂就以车书楼为号刻书、校书，并
藉此广交士人; 王安石第二十二世孙、金溪人王
凤翔及其子维鼎长期寓居南京，以光启堂为号刻

书，“镌名家文集于金陵，遍行海内”。〔7〕

在商业出版大繁荣的背景下，不仅底层文人

设坊刻书，一些官宦世家也投资于商业出版，如

浙江吴兴的闵氏、凌氏都是仕宦家庭，皆以家族
刻书著称。其中较早从事套版印刷的闵齐汲，其
父闵一范为万历八年进士。凌濛初的祖父凌约言
为嘉靖十九年进士，父凌迪知为嘉靖三十五年进

士，历工部郎中，后罢归， “闭户著书，林下三
十四年，日校雠群书，雕板行世”。凌濛初则以
“副贡生为上海县丞，迁判徐州”⑦，他除了编选
“二拍”等外，还继承家族刻书业，刊刻了大量
图书。

晚明时期，南京、苏州、湖州、建阳、杭州
等城镇书坊林立，多则上百家，少的也有几十家，

由此形成了一个书坊主群体。
(二) 职业编辑群体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编辑工作主要是收集、

整理和校对文字资料，而且很多时候是编著合一。

即使是在印刷术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编辑

也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宋代，在商业出
版中心建阳等地虽然出现了专职编辑，但由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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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版的规模还比较小，绝大多数书坊主都是自

行承担编辑工作，直到明前期，这种状况都没有

改变。
晚明时期，南京、苏州等城市，不仅书坊众

多，而且图书出版的规模大、品种丰富，必然需
要一批专业化的编辑队伍。从事专职编辑工作的，
大都是底层文人，其中有些是生员和监生。明中
后期，很多生员久试不第，为维持生计，有些就

来到商业出版发达的地区从事编辑工作。王焞、
朱鼎臣、吴敬所就是如此。王焞，字次公，号赭
玉，繁昌人，由天启四年岁贡任旌德训导，升蒙

城教谕，终金山卫教授。〔8〕
在入监前，王焞曾客居

秦淮二十年，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他在 《柬程玄
度》中说: “落莫王孙，制科不售，种豆屡萁，
去作三村学究，又苦肮脏自豪，不趋软熟，为庸

酸东道强项门生，作绕指先生，只得驱车执戟而

游于梓人，月选文字五千卷，博青蚨数十缗

……”〔9〕
他曾为王世茂的车书楼编选 《精选当代

明公短札字字珠》 《春雪笺》等。郓城生员黄国
翰、黄之芳、黄之芬以及宛陵生员刘维诏、豫章
府生员等都曾为车书楼做过编辑工作。① 朱鼎臣，
字冲怀，临川人②，长期受雇于建阳书林，编辑

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三国志史传》《南海观
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
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徐氏铜人针灸全书》《四民
便用不求人博览全书》《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
等。吴敬所，号养纯子，金溪人，长期受雇于南
京书坊，编辑有 《新镌刘生觅莲记》 《新刻公余
胜览国色天香》《新刻三妙传》等。
(三) 职业作者群体

两宋以前，由于出版的商业化程度极低，在

整个刻书系统中，官刻居于主导地位，且以刻印

传统的四部典籍为主，受众也主要是中上层文人

和备考的士子。宋元时期，虽然出版的商业化有
了很大发展，坊刻开始兴盛，但书坊仍以刻印传

统的四部典籍为主。晚明时期特别是万历以后，
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建阳、南京、苏州、湖州
和杭州等地书坊林立，职业作家群体由此应运而

生。除了为书坊做编校工作，晚明时期，很多底
层文人还以市场化写作的方式投身于商业出版中，

成为职业作家，邓志谟、郭伟、陈台就是以向书
坊提供书稿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写手。邓志谟
(1559—约启祯年间)，字景南，别字明甫、鼎
所，号邓百拙生 (或百拙、拙生)，别号竹溪主
人、竹溪散人、风月主人、啸竹主人。③ 邓志谟
曾长期游闽，在建阳至少二十年左右，以为书坊

编纂图书 (主要是通俗读物) 谋生。他在给朋友
的信札中说: “弟自豫章入闽，复自闽归豫章，
往返数数。”〔10〕

又说: “不佞谫谫学，糊口书林，
所刻帙，不知殃梨枣、污剡藤几许。”〔11〕

他编纂的

图书有《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 《精选故事
黄眉》《锲音注艺林晋故事白眉》《锲音注艺林唐
故事白眉》《锲旁注事类捷录》《新锲近代许旌得
道擒蛟铁树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锲
五代萨真人得道枣记》《锲旁训古事镜》《新刻四
六旁训古事苑》 《丰韵情书》 《新刻一札三奇》
《山水争奇》《风月争奇》 《梅雪争奇》 《蔬果争
奇》《童婉争奇》《花鸟争奇》《弄丸集》《锲音
注竹溪蝉吟稿》《得愚集》《续得愚集》《释旁释
鸡肋集》等。这些图书大都由余氏萃庆堂等建阳
书坊刊刻，亦有由南京书坊刊刻者。在与建阳余
氏萃庆堂的关系中，邓志谟的身份俨然是萃庆堂

的“签约作家”。郭伟也一直致力于商业化写作，
不过与邓志谟专注于通俗读物的创作不同，郭伟

主要为书坊撰写 “高头讲章” (亦即从科举考试
的角度阐释四书五经的考试用书)。郭伟，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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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邓茂林辑《车书楼选刻举业必用四六津梁》第一卷卷首题名，明金溪池英俊刻本; 阴化阳、苏紫盖辑《四六
鸳鸯谱》各卷卷首题名，明崇祯书林吕太汝刻本; 刘维昭辑《新刻汇集群书记载大千生鉴》卷一、卷六卷首题
名，万历三十一年王世茂车书楼、周时泰博古堂合刻本。
学界大都依据朱鼎臣著作的题署“羊城朱鼎臣”误认其为广州人，如沈启无《〈中国小说史略〉校注》( 《苦雨
斋文丛: 沈启无卷》，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50 页)、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 (上海:
上杂出版社，1953 年，111 页)、张兵主编《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 (上)》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82 页)、程国赋《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 《文学评论》2007 年第 3 期)、侯忠义主编《神怪小说 (上)》(沈
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年，35 页) 等。实际上，这里的羊城乃抚州之古称，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徐
氏铜人针灸全书》，卷端书名下题“豫章古临冲怀朱鼎臣编”、“闽建书林三槐王祐发行”字样，据此可知朱鼎臣
系临川人。
关于邓志谟的生卒年和字号，参见吴圣昔《邓志谟乡里、字号、生年探考》( 《明清小说研究》1992 年第 2 期)、
《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 《明清小说研究》1993 年第 3 期)。



俊，一字洙源，晋江人， “年二十四，受聘于三
山 (福州别称———引者注) 余泗泉。始纂 《鳌头
龙翔集注》并《集注发明》……共八种，海内家
传户颂，珍如拱璧。继而流寓金陵，撰著 《崇正
录》《名公答问》……凡三十七部，金陵泊 (当
为‘洎’之误———引者注) 吴中刘龙岗、刘左
山、王履斋、王养虚、刘望台、吴少川、唐龙泉、
李少泉、周如溟、唐玉予、龚少冈、王荆岑、晏
少溪、周启华、周临岐、张少吾、徐松野、王振
华、傅少山、杨君儒等各分梓而行之，一时纸贵。
其《四书金丹》，陈仁锡序之，最后成 《集注全
书》，吴中李光垣、唐际云、杨君儒购闵家板，
镂之于三友堂……”〔12〕

由此可见，郭伟先是受聘

于建阳余泗泉，随着其著述的畅销，开始转向金

陵、苏州等地，与其合作的书坊亦随之渐多，竟
达二十四家。陈台，字鼎候，江浦人，生员，其
弟陈应元在 《尚书秘旨·题辞》中说: “伯兄鼎
侯与予共一师传，余幸早释褐，伯兄少馁于庠，

以坎壈故，肆力于简编……”〔13〕
可见，陈台系因

科场困顿失意才“肆力于简编”的。实际上，陈
台的著作如《尚书定符纲目》《四书秘旨》《精镌
尚书笥中利试题旨秘诀》(又作《尚书秘旨》) 等
都是“高头讲章”，也是典型的商业化写作。
在当时的出版人群体中，还有一些知名度较

高的文人，不只是从事商业化写作，而且参与图

书的策划、编纂或校对，冯梦龙、陈继儒就是如
此。冯梦龙撰述、编校、评点的图书达八十余种，
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即使是举业用书，也是以应

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冯梦龙还为书商策划选
题，很多情况下，他既是作者，又是编辑。陈继
儒也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他编纂和评点的图书

达百余种，他还组织一些 “穷儒老宿隐约饥寒
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
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

枕中之秘，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14〕

除了书坊主、编辑和作者群体外，商业出版
的发展还需要一支庞大的写刻匠和印制匠队伍。
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发展，形成了一支庞

大的从事写刻和印制的手工业者群体，以毛晋汲

古阁为例， “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

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15〕，据其子毛扆

所述，仅印匠即达二十人。① 据李国庆先生统计，
明代刻印工可考的就达 5700 余人〔16〕，其中绝大

多数都在晚明时期。
三、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的生存境遇
(一) 经济境遇

大体来说，书坊主的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

有的甚至是富甲一方的巨贾。汪廷讷以盐商致富
后投资于出版业，曾任南京盐提举、宁波同知等
职，集官商于一体。汪在家乡建有宏大的环翠堂
花园，生活极为奢华，是徽州地区少有的大富商。
吴勉学也是徽州地区的富商巨贾，共刊刻书籍

300 余种、3500 余卷，无论是从刻书量还是从
“刻赀费及十万”来看，其财力之雄厚都可见一
斑。汲古阁坊主毛晋雇佣印匠二十余人， “家畜
奴婢二千指”〔17〕，所刻书板十余万，出版图书近

700 余种。② 其他像建阳的余象斗以及南京的很多
书坊主，从刻书规模看，财力也当非同一般。如
南京的周庭槐及其子周文炜、周文卿，周文炜和
周文卿皆为监生，其中周文炜系捐资入监。〔18〕

当

然，并不是所有的书坊主都生活富足，峥霄馆坊

主陆云龙的家境就很一般，在 《翠娱阁近言》卷
首的《自题》中，陆云龙坦言 “贫不撤学，贱犹
好书”。陆云龙十八岁丧父， “家业中落”，举业
上屡试不第使其生活更加困顿，在给友人朱懋三

的信中，陆云龙道出了自己 “进退竟两无据”的
境地:

客岁，妄意一第可芥拾，遂悉置米盐不

问，乃柄凿之投，遭刖者三。迨至深秋，犹
然一故吾，进退竟两无据，床头之黄与才俱

尽，巾中之白随愁并新。门下亲故，秋叶不
复作枝头之聚，噫! 自非仆惯历世情，空花

世境，何以堪此。牛衣泣染，所恃解事儿女
子委曲相慰，曰: 贾生才而夭，弥生才而杀，

贫乃其常，幸存此身，不能作老鹰扬，犹可

作老伏生。何自戚戚嗟嗟，更能消几番
风雨。〔19〕

陆云龙从事出版业主要应当为了补贴家用。
由于家境贫困，陆云龙刻书不可能像毛晋、吴勉
学等书坊主那样投入巨资，这就限制了其刻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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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扆在《五经文字》跋中写道: “吾家当日有印书作坊，聚印匠二十人。”转引自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卷一，
清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本。
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收录所刻之书 623 种，郑德懋辑《汲古阁校刻书目补遗》 (清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收 44 种，另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编目员苏晓君《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中国典籍
与文化》2006 年第 3 期) 考证，至少有数十种书在此两目录中未见著录。



模和盈利能力。陆云龙刊刻的图书中以小品文和
部头较小者居多也与此有关，在谈及 《皇明十六
名家小品》的评选刊刻时，陆云龙对其友丁允和
说: “此余竭数年心力，乃今始得。捃十六先生
之珍奇灵隽而聚之简编……且余贫，度未能行其
鸿章大篇于世，姑以其小品行。”〔20〕

其友人冯元仲

亦谈及此，他在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中说:
“余友陆雨侯亦贫士也，布衣萧然而好书，日坐
屋子下，手不停披……以贫，故不能尽罗邺侯架
茂先乘……”〔21〕

杭州另一书坊主徐象橒和焦竑关

系密切，“焦先生 (竑) 怜而欲振之，每出秘藏
以资匮乏”〔22〕，由此可见，徐象橒家境也不会

太好。
职业编辑和职业作者大都来自底层文人，经

济状况普遍不是太好，有的甚至只是勉强糊口度

日。王焞是一个贫穷的书生，曾多次参加乡试，
“屡科不第”。〔23〕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只身来到千

里之外的南京，从事图书编校工作，没有住处，

只得栖身于天界寺。他在 《又柬陆师》中自称
“乡校书村学究面孔”， “其苦如此，稽生懒癖，
不喜作书，半其天性，半亦其不给也”。〔24〕

编辑工

作的收入非常微薄，王焞 “月选文字五千卷，博
青蚨数十缗，不足以了杖头曲蘖”。〔25〕

虽然王焞从

事图书的编校工作，但想出版自己的著作 《经书
捷解》，却“工费无错”。〔26〕

邓志谟也是因家境贫

困，不得已才“糊口书林”。〔27〕
据吴圣昔先生考证

推测，邓志谟受雇于书林至少十七年。① 大多数
情况下， “以糊口计，必岁之暮始归”。〔28〕

邓志谟

的同乡吴还初也是处于社会底层，长期受雇于建

阳书林的职业编辑和写手，最后竟客死他乡。邓
志谟对于吴还初的境遇深有感触，在给友人的信

中，他说: “吴还初不幸于闽旅榇，亦莫之归，
哀哉! 此君零落可惜。”〔29〕

冯梦龙青年时放浪形

骸，长期“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30〕，但后

来家道中落，不得不以商业化写作和图书策划及

编校为生，有一次甚至到了断粮的境地，靠书商

袁于令及时支付报酬才度过危机。〔31〕
虽然职业编

辑和职业作者的经济生活普遍在温饱线上下，但

也不乏集名利于一身、衣食无忧的职业作者，陈
继儒就是其中之一。陈继儒以山人著称，往来于

官宦世家，名满天下，不仅自己编书，还组织

“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制造了一部又一部畅
销书。
在职业出版人群体中，写刻匠和印制匠的经

济状况最差，他们的收入非常微薄，清人何东海

曾云: “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叶德
辉依据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和丁丙 《善本书室
藏书志》所收明嘉靖甲寅张泰刻的 《豫章罗先生
文集》目录后“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
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的牌记，推断
“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并感叹 “其价廉
甚”。叶德辉还认为，“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
如此”，并转引徐康的话说: “毛氏广招刻工，以
《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
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② 有学者甚至指出:
“当时‘每僧一日饭食腐菜算银一分’。想养家糊
口，对刻工来说已属奢望了。”〔32〕

(二) 社交状况

虽然书坊主与职业作者、职业编辑之间在经
济状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他们在社交方面却

有着共性———热衷于交游和结社。南京的书坊主
王世茂交游就非常广泛，而且与状元朱之蕃往来

颇多，朱之蕃赞其 “博雅嗜古，风流好士，缔交
多海内明贤”〔33〕，举人郑文龙亦称其 “交游半天
下，契洽俱名流”。〔34〕

南京的另一书坊主周时泰与

朱之蕃、叶向高等都有交往。③ 明末南京著名书
商蔡益所，与复社名流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
等人都有来往。苏州的书坊主袁无涯和李贽、公
安三袁等都交往密切。杭州的书坊主徐象橒与焦
竑、唐顺之等频繁往来。大部分职业编辑和作者
也喜好交游，前述陈继儒堪称社会活动家; 致力

于商业化写作的郭伟虽系一介布衣，但与李廷机、
苏紫溪、陈仁锡等士大夫名流都有往来④; 邓志
谟亦颇喜交游，《得愚集》《续得愚集》收其柬札
竟达 400 封，交游之广由此可见。
晚明文人结社之风盛行，职业出版人虽然大

都属于底层文人，但同样普遍喜好结社。王世茂
由于喜好交游，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包括很多

作者和编辑在内的社交群体，王焞、刘养聘、虞
邦誉等都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这一群体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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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吴圣昔《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民国郋园先生全书本; 其中引述徐康之语出自《前尘梦影录》
卷下，清光绪二十三年江标刻本。
参见叶向高《苍霞草》卷八《谷城山馆全集序》，明万历刻本。
参见乾隆《泉州府志》(第三册) 卷五十四《文苑·郭伟传》，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84 页。



织过结社活动。① 陆云龙、余象斗也都参与结社
活动，为陆云龙编选、校订图书的丁允和、何伟
然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中，自称 “社弟”，
何伟然还称陆云龙为 “社伯”〔35〕; 余象斗刊刻的

《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第二卷卷端题 “社友凌
云龙校”。冯梦龙曾组织或参加春秋社、韵社。
郭伟与李廷机、苏紫溪等人在泉州组织紫云
社。〔36〕
从邓志谟所编 《新刻一札三奇》第一卷卷

端“社友淑孟甫毛士翘校”的题署可知，其亦曾
参加过结社。
无论是结社还是其他交游活动，其目的都是

为了积累社会资本。王世茂之所以拥有丰厚的作
者资源②，并得了 “博雅嗜古，风流好士”的美
誉，乃在于其 “交游半天下，契洽俱名流”。正
是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王世茂使其社会

资本不断地得以再生产。一些底层文人，虽然生
活困顿，但仍热衷于交游结社，经常相约饮酒品

茶，游山玩水③，实际上也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三) 精神状态

晚明时期，职业编辑和职业作者大都离妻别

子，来到商业出版发达的南京、苏州等地，以为
书坊写作或编校图书为生，经常居无定所。另外，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科举落第或久试不第者，本来

期望所学能 “货与帝王家”，但生平不得志，不
得已“游于梓人”。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苦
闷使其身心皆有一种漂浮无定的感觉。
综上，随着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晚明社会

出现了“出版人”这一新兴的职业群体，这一群
体以底层文人为主。他们的经济、社交和精神活
动折射出了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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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养聘曾在给王世茂的信中谈到“中秋前一夕邀同社玩月”(张一中: 《尺度争奇》卷 1，明刻本)，虞邦誉曾作
《与社中诸子》(张一中: 《尺度争奇》卷 5)。
王世茂车书楼刊刻、编辑的图书三十余部，参与编选、校对的文人达四十余，其中包括朱之蕃、朱锦、张应泰等
知名士大夫。
在王世茂编纂和刊刻的启札类图书以及邓志谟《得愚集》《续得愚集》中有很多相约饮酒品茶、游山玩水，或是
吟诗作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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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与坎坷: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的仕宦生涯

王日根 张 霞

① 相关成果颇为丰硕，这里仅罗列一二。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杨泽
君: 《明遗民心态: 张岱个案分析》，《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122 － 125 页; 孔定芳: 《明遗民的身份认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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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身处乱世，却并没有改变他读书应举的选择。幽僻的
山居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殷实的经济条件是其能静心苦读，并顺利走上科考之路的客观前
提。进入仕途后，赵吉士担任过知县、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国子监学正等职，也参与了
《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的编修。历数十年的为官经历，或平顺，或坎坷，其中既有大环
境的影响，也应看到个人特定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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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变后，明清易代话题引发了后世学者

的诸多讨论。其中，汉族文人士子是一大关注焦
点。满清政权的外族身份使以往的研究多从 “满

汉对立”出发，进而将 “遗民” “贰臣”作为该
人群的代名词。①近年来，学界开始注重考察研究
对象的实际处境，力争将其视为全面、完整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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